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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模式、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
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

郑晓冬,方向明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　老年人居住模式与主观福利的关系是家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基于２０１３年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代际居住距离为切入点,考察“亲子同住”、
“分而不离”以及“既分又离”等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差异,同时进行影响

异质性及影响路径的讨论与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程度呈正

“U”型关系,与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

更具优势,尤其是女性、年龄相对较低和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从影响途径看,“分

而不离”的居住模式主要通过增加子女的经济支持、改善代际关系以及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活

动参与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其中,代际关系的改善是“分而不离”居住模式提

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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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国农村地区经历了快速的社会转

型.一方面,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农村家庭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精神生活的满

足与主观福利的改善[１Ｇ２].另一方面,农村家庭结构由原先的多代同堂的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
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同时农村老龄化程度逐步提高,空巢老人家庭更加普遍[３Ｇ４].在这一背景下,农
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状况受到了政府、公众与许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就已有的调查研究数据来看,
情况并不乐观.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基线报告数据,２０１１年中国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发生率达

４０％,１２．７％的老年人表示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① ,其中农村地区的情况更加严重,Li等的研究发

现,中国老年人自杀率是全体人口自杀率的５倍,其中农村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自杀率是城市老年

人的３倍以上[５].因此,农村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与生活满意度等主观福利状况不仅关系到农村老龄

人口的生活质量,更是关乎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和谐稳定.
那么,如何降低农村老年人的抑郁状况,提高生活满意度? 在影响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因素中,学

者们开始特别关注居住模式的作用.老年人的居住模式与其得到的养老资源及其进行的社会活动紧

密相关,而这些途径均会对老年人的主观福利产生影响[６Ｇ７].然而,现有的多数相关研究仅讨论了老

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的作用,而且结论并不一致.事实上,以往多数相关研究忽视了与代际居住模式

直接相关的重要因素:代际居住距离.不同的代际居住距离可使亲子不同住的情况分为两种居住模

式:“分而不离”和“既分又离”[８Ｇ９],“分而不离”是指亲子不同住,老年人与子女都有各自的生活空间,
同时代际居住距离较近,子女仍能经常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既分又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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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指亲子的居住距离较远,同时亲子间的亲情联系也随之下降,在此情况下子女提供的赡养资源较

为有限.因此,不同的代际居住距离与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关系很可能是不同的,同时,代际居住距离

与老年人主观福利可能并非线性关系.讨论与检验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不仅有利

于理解已有文献所得结论出现的分歧,同时也有助于得到对老年人主观福利更加有利的居住模式并

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基于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根据２０１３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首先实证检验代

际居住距离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其次进一步探析代际居住距离的影响在性别、年龄、婚姻、
经济状况以及主观福利水平等方面的异质性;最后讨论并检验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

的影响途径.本文拟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推进:第一,在考虑亲子居住模式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

关系时,引入代际居住距离进行讨论,从而得出相对更具优势的亲子居住模式与居住距离,同时对现

有研究产生的分歧进行回应;第二,本文通过子女经济赡养、代际关系以及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等

三个方面检验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途径,从而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与

实证结论.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老年人的居住模式一般包括独居、与配偶一起住,与父母合住以及与子女同住[１０],目前已有不少

国内外文献讨论了亲子居住模式,即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福利水平的影响.西方国家强

调家庭中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如果以甲乙丙代表先后的代别,则在西方家庭中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

育丙代,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子女的代别并无义务反过来赡养父母,这种模式被称之为“接力模式”.
因此,多数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认为,亲子同住并不如老年人独立居住.比如,Sawari等和 Micheal
等发现,相比于亲子同住,独立居住的老年女性的生活功能受损水平相对更低,身体健康状况更

好[１１Ｇ１２].Getzel等认为,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家庭贫困发生率更高,亲子同住实际上是贫困的表

现[１３].Wenger等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独立居住可减少其家庭事务压力,从而有更多的时间享受闲暇

生活[１４].中国的文化情境则有所不同,其中的差异在于,家庭代际支持有子女对父母回报的环节.
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在抚育丙代的同时还需要赡养甲代,这被称为“反馈模式”[１５].因而一些国内

相关研究认为,亲子同住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福利水平.例如,刘岚等的研究结果显示,亲子同住的老

年人得到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等赡养资源的可能性更大[１６].沈可等、江克忠等研究均发现,亲子同

住能缓解老年人的抑郁倾向,提高生活满意度[１７Ｇ１８].然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刘

宏等发现多代同住并没有提高老年人的福利,居住与经济状况均独立的老年夫妻反而有明显的健康

优势和幸福感[１９],任强等和瞿小敏的研究结果均表明,相比其他居住模式,只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更高[２０Ｇ２１].邓婷鹤等的研究发现,亲子同住降低了老年人的膳食质量[２２].
那么,现有研究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事实上,亲子不同住的情况下按照代际居住距离

的远近还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即“分而不离”和“既分又离”的居住模式,而以上两种居住模式与老年人

福利的关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如此,代际居住距离很可能是问题的答案.首先,老年人与子女“既
分又离”,即居住距离过远,无疑将不利于亲子的情感联系以及子女向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２３].尽管

在“反馈模式”下,非同住的成年子女可能出于“补偿”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父母的经济支持[２４Ｇ２５],
但在总体上,“既分又离”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的福利有负向影响已被多项研究证实[２６].反过来讲,
子女与老年人住得越近,代际关系更加“团结”,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就越高,这是目前部分文献得到

亲子同住优于代际分居结论的主要解释.然而,这些文献并未考虑到硬币的另一面,即亲子同住也意

味着发生更多代际冲突的可能.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老年人与子女在许多方面的认知与观念

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少情况下容易产生分歧.Clarke等总结了家庭代际冲突的六个方面,分别是:交
往与互动模式,生活习惯与方式,孩子抚养理念与行为,家庭规范与维持形式,工作目标与方式,以及

政治与宗教思想意识等[２７].家庭代际冲突的出现对老年人的福利状况无疑是不利的.同时,现阶段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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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城乡出现了较明显的“啃老”行为,即有工作能力的青年人在家待业,且靠老年父母的积蓄养

活.根据伍海霞的研究,中国农村地区的“啃老”行为比率达到３５％.这种情况下的亲子同住将进一

步增加老年人的生活压力[２８].在此情境下,学者们开始关注“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并认为这种居

住模式比亲子同住和“既分又离”对提高老年人福利水平更具优势.王树新指出,“分而不离”,即亲子

不同住,但子女的住所离老年人居住地较近且维持较强的亲情联系.这一居住模式不仅能使老年人

和中青年子女在生活起居和饮食娱乐上自由选择,各取所好,而且能避免代际间在后代教育、生活安

排以及消费观念方面的矛盾,使得核心家庭间的亲情联系更加紧密,同时子女也能在老年人遇到困难

时快速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照料[８].鄢盛明等的研究表明,子女与老年人分开居住并不等

于子女抛弃了赡养责任,与父母分居但居住距离较近的子女为父母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更大[２９].石金

群发现,随着老年人的年龄增加,从给予者到被给予者的角色转变使得亲子同住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

的家庭地位和个人自尊不利,相反,与子女分开居住反而促成了老年人参与社会交往和运动保健等活

动,并在这些活动中获得自尊和更加多样的精神支持[３０].
综上所述,对于老年人,尤其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代际间存在一定的居住距离可能比

“亲子同住”和“既分又离”更有利.一方面,子女在经济支持、情感支持与生活照料并不明显减小,甚
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代际矛盾,促进代际亲情联系,改善代际关系,同时子女还将出于“补偿”
心理增加对老年父母的经济赡养力度;另一方面,亲子不同住能使老年人有更多的个人闲暇时间,促
进社会活动参与以及朋友间的精神交流,从而提高主观福利水平.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与“亲子同住”和“既分又离”相比,“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更加

有利.
假设２:“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通过经济支持、代际关系与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影响农村老年人

的主观福利.

　　二、数据、模型与变量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源自２０１３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healthandretirementlongitudinal
survey,CHARLS),CHARLS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导的大型全国家户调查,调查范围覆

盖了全国２８个省１５０个县４５０个社区(村).CHARLS的问卷设计参考了多个发达国家的经验,采
用多阶段PPS抽样,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与家庭信息、家庭成员交往、家
庭收入支出、个人就业、健康、社会活动、生活方式等方面信息.其中,CHARLS调查问卷中的家庭成

员间的居住距离以及被访者的身心健康信息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数据支撑.根据研究目标,本文保

留了６０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样本,同时剔除了数据严重缺失的观测值,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５２１７个.

２．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分析,本文将构建计量回归模型检验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关系,基本

模型设定如下:

SWB＝β０＋β１LD＋β２LD２＋β３X＋ε (１)

其中SWB 代表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LD 表示代际居住距离(连续变量),LD２ 表示代际居

住距离的二次项,用于检验代际居住距离与老年人主观福利的非线性关系.X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初始健康状况等,ε为扰动项.本文的主观福利指标包括抑郁指数和生

活满意度,抑郁指数越低或者生活满意度越高表示主观福利状况越好.当主观福利指标为抑郁指数

时,若居住距离二次项β２ 为正,则代际居住距离与抑郁指数呈正“U”型关系,表示处于“分而不离”居
住模式的老年人的抑郁程度相对更低.相应的,当主观福利指标为生活满意度时,若居住距离二次项

β２ 为负,则与子女“分而不离”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相对更高.为进一步确定“分而不离”的距离区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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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本文将代际居住距离进行分段并建立一组虚拟变量带入模型进行回归,所用模型如下:

SWB＝γ０＋γ１LD′＋γ２X＋μ (２)
式(２)中LD′为分段后的代际居住距离,由从近到远的一组虚拟变量表示,并以亲子同住为参照

组.其余变量与式(１)相同,通过比较代际居住距离分段的虚拟变量估计系数及其显著性可以得出总

体上对于老年人主观福利相对最优的居住距离.

３．变量说明

(１)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主观福利是个体对生活状态在认知上

和情感上的总体判断[３１],根据现有研究的常用指标[３２Ｇ３３],采用抑郁指数与生活满意度进行表征.其

中,前者主要是精神状态的表现,后者则更加侧重对物质生活的评价.抑郁指数指标由CHARLS问

卷中的简版抑郁自评量表(CESＧD１０)计算所得,CESＧD１０量表广泛运用于抑郁状态的测定,具有较高

信度和效度[３４].该量表共包含１０个关于被访者近一周精神状态的问题,每个问题均有四个选项代

表相应程度的高低,一般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０~３分,问题得分汇总即得到抑郁指数,其取值范围为

０~３０分①,抑郁指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严重,主观福利水平越低;生活满意度问题条目的选项包括

“一点也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和“极其满意”,按照以上选项顺序分别赋值

１~５,因而分值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主观福利状况越好.
(２)关键自变量.本文的关键自变量为老年人与子女的代际居住距离.CHARLS调查详细地记

录了被访者每一个子女与被访者住所的具体居住距离,同时还询问了被访者子女的大致居住位置,包
括同住、相邻院子、本村其他房子、本县其他村庄、本省其他县(市)以及外省等.因此,本文在选取代

际居住距离指标时分别采用了连续变量与一组分段虚拟变量,其中代际居住距离连续变量由农村老

年人与健在子女的平均居住距离(千米)表示,分段虚拟变量按照距离老年人最近的子女居住位置设

定,具体变量含义及赋值如表１所示.
(３)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初始健康状况等,具

体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家庭规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慢性病和残

疾等.

４．描述性统计

表１列出了本文计量分析所使用的变量的含义、赋值以及基本描述性统计.本文将代际居住距

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统计,结果如图１所示.可以看到,相对于其他居住距

离,亲子同住的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并不是最高的,反而子女居住距离为本村其他房子的老年人抑郁

指数最低,生活满意度最高.且从图形上看,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程度总体呈正“U”型关

系,而与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这初步表明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关系并非

线性,且“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更具优势.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

表２报告了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 OLS估计结果.其中,模型１和模型２中作

为因变量的主观福利指标是抑郁指数,模型３和模型４的因变量的生活满意度.如上文所述,本文将

代际居住距离分为连续和分段虚拟变量分别进行估计,采用代际居住距离连续变量的是模型１和模

型３,而运用一组虚拟变量表征代际居住距离的是模型２和模型４,该组虚拟变量的参照组为亲子同

住.此外,各个模型均加入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初始健康状况等变量用以控制这些方面的异

１３

① 抑郁量表的１０个问题包括:过去一周“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我感到情绪低落”、“我觉得做任何

事都很费劲”、“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感到害怕”、“我的睡眠不好”、“我很愉快”、“我感到孤独”、“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

活”.各个问题均有相同的四个选项,分别为:(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１天)、(２)不太多(１~２天)、(３)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

间(３~４天)、(４)大多数的时间(５~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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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
表１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主观福利

抑郁指数 由CESＧD１０量表计算得出,取值范围１~３０ ８．７７５ ６．０５３

生活满意度 从“一点也不满意”至“极其满意”共５个选项,分别赋值１~５ ３．１６０ ０．７５５

代际居住距离(连续)

居住距离 与子女的平均居住距离(千米)对数值 １．３１６ １．３７２

居住距离平方 与子女的平均居住距离(千米)对数值的平方 ３．６１６ ５．３８２

代际居住距离(分段)

同住 与子女同住:是＝１;否＝０ ０．１４９ ０．３５６

相邻院子 离最近的子女居住距离为相邻院子:是＝１;否＝０ ０．２７９ ０．４４９

本村其他房子 离最近的子女居住距离为本村其他房子:是＝１;否＝０ ０．０９０ ０．２８７

本县其他村庄 离最近的子女居住距离为本县其他村庄:是＝１;否＝０ ０．２５３ ０．４３５

本省其他县(市) 离最近的子女居住距离为本省其他县(市):是＝１;否＝０ ０．１４６ ０．３５３

外省 离最近的子女居住距离为外省或国外:是＝１;否＝０ ０．０８２ ０．２７４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１;女性＝０ ０．４８３ ０．５００

年龄 实际年龄 ６８．４６５ ３７．４５３

婚姻 已婚同居＝１;其他＝０ ０．８０７ ０．３９５

小学以下 受教育程度:小学以下＝１;其他＝０ ０．６３１ ０．４８２

小学 受教育程度:小学＝１;其他＝０ ０．２５６ ０．４３６

初中 受教育程度:初中/中专＝１;其他＝０ ０．０９２ ０．２９０

高中及以上 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１;其他＝０ ０．０２１ ０．１４２

个人收入 去年个人总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和转移支付)对数值 ４．０７２ ２．７６１

家庭规模 目前家庭人口数对数值 １．３３４ ０．４１２

养老保险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１;否＝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１

医疗保险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是＝１;否＝０ ０．９６２ ０．１９２

慢性病 有否慢性病:有＝１;无＝０ ０．７２０ ０．４４９

残疾 有否残疾:有＝１;无＝０ ０．１５４ ０．３６１

图１　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

　　从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抑郁指数的关系来看,模型１的结果显示,居住距离的估计系数显

著为负,居住距离的平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代际居住距离与老年人抑郁程度呈显著的正“U”型
关系,模型２的估计结果显示,本村其他房子和本县其他村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其他居住距离虚

拟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相比亲子同住,子女居住在本村其他房子或本县其他村庄的老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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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抑郁程度明显更低,比较估计系数值可知,子女居住在本村其他房子的老年人抑郁程度最低,这
与上文初步描述统计结论一致,也与本文假设预期相符.从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的关系来看,模型３的估计结果中,居住距离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居住距离的平方估计系数显著为

负,表明代际居住距离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模型４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
子女生活在相邻院子或本村其他房子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亲子同住的老年人,而其他代

际居住距离与亲子合住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对比估计系数值可知,子女的住所在本村其他房子更有

利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可以发现,运用两种主观福利指标和不同变量类型代际居住距离进行回归的结果均表明,代际居

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代际居住距离处于相邻院子到本县其他村

庄都在一定程度上比亲子同住更加有助于促进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状况,其中子女居住在本村其他房

子最为有利.这符合本文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团结”与“冲突”之间矛盾的讨论,也表明了“分而不离”
的居住模式总体上对农村老年人最具主观福利优势,且“分而不离”的相对最优距离为同村不同住.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在个人与家庭特征变量中,女性、已婚同居、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

主观福利状况相对较好,收入水平较高,家庭规模较大的老年人抑郁程度较低,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显著更高,罹患慢性病和残疾的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水平显著更低.这些结果与传统理

论一致.
表２　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估计结果

变量
因变量:抑郁指数

模型１ 模型２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模型３ 模型４

代际居住距离(连续)

居住距离 －０．４１２∗∗∗(０．１５０) ０．０５０∗∗∗(０．０１９)

居住距离平方 ０．１２５∗∗∗(０．０３８) －０．０１４∗∗∗(０．００５)

代际居住距离(分段)

相邻院子 －０．２３４(０．２５７) ０．０５７∗(０．０３３)

本村其他房子 －１．０２７∗∗∗(０．３５１) ０．１０７∗∗(０．０４６)

本县其他村庄 －０．６７４∗∗(０．２８２) ０．０５４(０．０３７)

本省其他县(市) －０．５１１(０．３１１) ０．００３(０．０４１)

外省 －０．５３７(０．３６２) ０．０７３(０．０４７)

性别 －１．５６３∗∗∗(０．１７５) －１．５４３∗∗∗(０．１７５) ０．０６２∗∗∗(０．０２３) ０．０６１∗∗∗(０．０２３)

年龄 －０．００３(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婚姻 －０．９００∗∗∗(０．２１３) －０．７７６∗∗∗(０．２１６) ０．００２(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０．０２８)

小学 －０．６２４∗∗∗(０．１９７) －０．６５３∗∗∗(０．１９６) ０．０５３∗∗(０．０２５) －０．０５０∗∗(０．０２５)

初中 －０．６８２∗∗(０．２９３) －０．６８８∗∗(０．２９２) ０．０７８∗∗(０．０３８) －０．０７７∗∗(０．０３８)

高中及以上 －０．８７６(０．５９８) －０．９２４(０．５９８) ０．０４５(０．０７８) －０．０３８(０．０７８)

个人收入 －０．１００∗∗∗(０．０３０) －０．１０５∗∗∗(０．０３０) ０．００４(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０．００４)

家庭规模 －０．４７０∗∗(０．２００) －０．７８５∗∗∗(０．２３１) ０．０１１(０．０２６) ０．０２１(０．０３０)

养老保险 ０．００３(０．２５３) ０．０１２(０．２５１) ０．１０４∗∗∗(０．０３３) ０．１１０∗∗∗(０．０３３)

医疗保险 －０．５５５(０．４２７) －０．５１７(０．４２２) ０．０８７(０．０５５) ０．０８９(０．０５５)

慢性病 ２．００２∗∗∗(０．１８０) ２．０６６∗∗∗(０．１７９) －０．０５６∗∗(０．０２３) －０．０６０∗∗∗(０．０２３)

残疾 ２．０８２∗∗∗(０．２２３) ２．０８６∗∗∗(０．２２３) －０．０７８∗∗∗(０．０２９) －０．０７５∗∗∗(０．０２９)

常数项 １０．６２３∗∗∗(０．５６１) １１．２２３∗∗∗(０．６１８) ２．９５４∗∗∗(０．０７２) ２．９０４∗∗∗(０．０８１)

观测值数 ５２１７ ５２１７ ５２１７ ５２１７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２．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关系的异质性

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讨论代际居住距离与老年人主观福利关系关于性别、年龄与生活自理能力

的异质性.其中,年龄分段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以７５岁为界,将６０~７４岁称为低龄老人,将

３３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７期)

７５岁及以上称为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指标由老年人有否残疾表示.由于采用代际居住距离的分段

虚拟变量与连续变量进行估计的结果类似,这里仅报告关键自变量为居住距离连续变量的回归结果,
如表３所示.

从性别分组估计结果来看,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男性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女

性子样本回归中,代际居住距离与老年人抑郁指数的关系呈显著的正“U”型,而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则呈倒“U”型.说明“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于女性老年人更具优势.可能的原因是,相比男性老

年人,女性老年人与子代,尤其是与子代配偶的关系(比如婆媳关系)相对紧张,分开居住更有利于代

际矛盾的缓和,同时居住距离较近也有助于子女提供各种赡养资源.从年龄分组回归结果看,代际居

住距离及其平方项在低龄老人组的估计系数显著,且“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最为有利,而对７５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低龄老人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生活独立性强,更加关

注精神生活品质,产生代际冲突更容易与青年子女分开居住来减少抑郁情绪.而高龄老人则相对更

加需要子女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从生活自理能力分组回归结果来看,代际居住距离及其平方项

在非残疾组的估计系数显著,而对有残疾的老年人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说明,对于有一定生活自理能

力的老年人,与子女“分而不离”对其主观福利有更大的增益作用,而对于生活自理能力较差的残疾老

人,子女需要提供更多的生活照料.
表３　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个人特征异质性

变量

PanelA 因变量:抑郁指数

性别

男性 女性

年龄

６０~７４岁 ７５岁及以上

生活自理能力

残疾 非残疾

居住距离 －０．１１２ －０．６９５∗∗∗ －０．３１１∗ －０．４８９ －０．３８３ －０．３９５∗∗

(０．１９８) (０．２２４) (０．１６５) (０．４５１) (０．４３４) (０．１５５)
居住距离平方 ０．０２６ ０．２１９∗∗∗ ０．１１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１２ ０．１２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２)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２) (０．０３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２５２１ ２６９６ ４３４９ ８６８ ８０５ ４４１２

变量

PanelB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性别

男性 女性

年龄

６０~７４岁 ７５岁及以上

生活自理能力

残疾 非残疾

居住距离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１)
居住距离平方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２５２１ ２６９６ ４３４９ ８６８ ８０５ ４４１２

　　３．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可能内生性问题,比如,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状

况可能反过来影响代际居住距离,多数研究并未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虑.本文参考沈可等的研究[１７],
采用老年人“第一个孩子是否为男孩”以及“孩子中男孩的比例”作为代际居住距离的工具变量进行二

阶段最小二乘(２SLS)回归估计.选取以上两个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第一,被调查的老年人处于

育龄期(２０世纪７０和８０年代)时,所生孩子的性别基本不受外在因素影响.第二,中国农村长期存

在“养儿防老”与“长子养老”的倾向与传统,因而老年人第一个孩子为男孩以及所有孩子中所有孩子

为男孩将使得亲子同住的概率提高,代际居住距离减小.第三,“第一个孩子是否为男孩”以及“孩子

中男孩的比例”并不直接影响老年人当期主观福利水平.
本文在进行２SLS回归估计时①,分别进行了弱工具变量检验、过度识别检验以及内生性检验来

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与外生性,以及关键自变量的内生性.结果表明,以抑郁指数与生活满意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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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２SLS估计结果,读者如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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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F 值分别为１１２．５４和１１１．１１,通过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拒绝弱工具

变量原假设,同时“第一个孩子是否为男孩”以及“孩子中男孩的比例”与代际居住距离显著负相关,且
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选取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过度识别sargan检验分别为０．８１７和

０．５０７,难以拒绝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内生性检验P 值分别为０．４６５和０．１８５,无法拒绝模型关键

自变量没有明显内生性问题原假设.而当模型自变量不存在内生性问题时,OLS估计比２SLS估计

更加无偏有效[３５].因此,可以认为前文所得结果是有效且可靠的.
为检验上文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t－１期,即２０１１年CHARLS调查的代际居住距离

数据替代t期(２０１３年)变量数据,再次进行回归估计,从而避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结果如表

４所示.其中,除了代际居住距离变量数据为t－１期外,模型设定以及估计过程与表２相同.可以

发现,从代际居住距离连续变量来看,居住距离与老年人抑郁指数呈显著的正“U”型,与生活满意度

呈显著的倒“U”型;从代际居住距离分段虚拟变量来看,与亲子同住相比,代际居住距离为“本村其他

房子”和“本县其他村庄”的老年人抑郁程度显著更低,居住距离处于“本县其他村庄”的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显著更高.这与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所得结果比较稳健.
表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因变量:抑郁指数

模型１ 模型２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模型３ 模型４
代际居住距离(连续)

居住距离t－１ －０．１７５(０．１２９) ０．０２１(０．０１７)

居住距离平方t－１ ０．０４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６∗∗(０．００３)

代际居住距离(分段)

相邻院子t－１ ０．４９８(０．４７２) －０．０１８(０．０６１)

本村其他房子t－１ －０．８４１∗∗(０．３６０) ０．０６９(０．０４７)

本县其他村庄t－１ －０．８５７∗∗∗(０．２５０) ０．０７３∗∗(０．０３３)

本省其他县(市)t－１ －０．６１７(０．８４７) －０．１５４(０．１０９)

外省t－１ －０．３１０(０．４８２) －０．０１９(０．０６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４８５５ ４８５５ ４８５５ ４８５５

　　４．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途径

前文实证结果显示,相比其他居住模式,亲子“分而不离”对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更优.那么,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检验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途径.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农村老年人与子女“分而不离”相比其他居住模式的优势在于:一是非同

住子女的经济支持“补偿”,二是代际关系水平的提升,三是老年人拥有更多闲暇时间参与社会活动.
因此,本文以“过去一年不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经济支持金额(对数)”、“不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平均

看望频率”①,以及“过去一个月老年人是否参加了社会活动”②作为经济支持、代际关系以及老年人社

会活动参与的代理指标来检验代际居住距离如何影响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
首先,本文初步探索代际居住距离与非同住子女的经济支持、代际关系以及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

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代际居住距离与非同住子女的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均

呈倒“U”型关系,说明“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得到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水平,
这与本文的预期一致.同时,随着代际居住距离的增加,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概率将提高,这也符合

本文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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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社会活动参与问题包括:(１)“串门、跟朋友交往”;(２)“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３)“无偿向与您不住在一起的亲人、
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４)“去公园或者其他场所跳舞、健身、练气功等”;(５)“参加社团组织活动”;(６)“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

活动”;(７)“无偿照顾与您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残疾人”,如被访者参加过以上至少一种活动,则认为“参加社会活动”.
每个子女的看望频率分为９级,依次为“几乎从来没有”、“每年一次”、“半年一次”、“三个月一次”、“每个月一次”、“半个月一次”、
“每周一次”、“每周２~３次”以及“差不多每天”,分别赋值为１~９,分值越大代表该子女看望频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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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代际居住距离与子女经济支持、代际关系及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关系

变量 经济支持OLS 代际关系OLS 社会活动参与Probit(边际效应)

居住距离 ０．５０４∗∗∗(０．０９４) ０．３１８∗∗∗(０．０５３) ０．０２２∗(０．０１３)

居住距离平方 －０．０９５∗∗∗(０．０２４) －０．０８８∗∗∗(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５２１７ ５２１７ ５２１７

　　接着,借鉴Eibich的做法[３６],在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模型中分别加入非同住子女经

济支持、代际关系以及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变量,而后观察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是

否下降,从而判断以上三个变量的中介作用.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６所示.其中,模型１是未控制中介

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２、模型３和模型４为分别仅加入一个中介变量,可以发现,不论模型的因变量

是抑郁指数还是生活满意度,在模型控制变量中单独加入经济支持、代际关系或社会活动参与变量

后,中介变量均显著,且代际居住距离及其平方项系数均有一定程度的减小,同时显著性也在一定程

度有所下降.从系数下降幅度来看,控制变量中加入代际关系变量后,居住距离平方项系数下降程度

最大,分别为２５．６％(因变量为抑郁指数)和１４．３％(因变量为生活满意度);其次是经济支持,居住距

离平方项系数分别下降７．３％和１２％;最后是社会活动参与,居住距离平方项系数分别下降７．３％和

４％.模型５为控制了三个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该模型结果中居住距离系数不再显著,居
住距离平方系数显著性下降,系数值分别减小４１．５％和３７．３％.可见,“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农村

老年人主观福利的优势主要可以由子女经济支持、代际关系以及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解释,且在三者

之中,代际关系的改善发挥更大作用.
表６　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途径

PanelA因变量:抑郁指数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居住距离 －０．４１２∗∗∗(０．１５０) －０．３８２∗∗(０．１５１) －０．２８１∗(０．１５２) －０．３９６∗∗∗(０．１５０) －０．２４１(０．１５２)

居住距离平方 ０．１２５∗∗∗(０．０３８) ０．１２０∗∗∗(０．０３８) ０．０９３∗∗(０．０３９) ０．１２３∗∗∗(０．０３８) ０．０８５∗∗(０．０３８)

经济支持 －０．０６１∗∗∗(０．０２２) －０．０６８∗∗∗(０．０２３)

代际关系 －０．２５６∗∗∗(０．０３９) －０．２６８∗∗∗(０．０３９)

社会活动参与 －０．８６２∗∗∗(０．１６２)－０．８４３∗∗∗(０．１６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５２１７ ５２１７ ５２１７ ５２１７ ５２１７

PanelB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居住距离 ０．０５０∗∗∗(０．０１９) ０．０４４∗∗(０．０１９) ０．０３８∗(０．０２０) ０．０４８∗∗(０．０１９) ０．０３２(０．０２０)
居住距离平方 －０．０１４∗∗∗(０．００５)－０．０１３∗∗∗(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０．００５)
经济支持 ０．０１１∗∗∗(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０．００３)
代际关系 ０．０１８∗∗∗(０．００５) ０．０２０∗∗∗(０．００５)
社会活动参与 ０．１０８∗∗∗(０．０２１) ０．１０２∗∗∗(０．０２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５２１７ ５２１７ ５２１７ ５２１７ ５２１７

　　四、结论与启示

　　随着农村社会的快速转型,许多农村家庭从主干家庭分裂成多个核心家庭,亲子不同住的现象趋

于普遍.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是否产生变化? 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

的变化? 这些是学界和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代际居住距离的视角,基于２０１３年中国健康与

养老调查数据考察了“亲子同住”、“分而不离”以及“既分又离”等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

影响差异,从而回应关于居住模式与老年人主观福利关系的现有研究产生分歧的主要可能原因,同时

进行影响的异质性以及影响路径的讨论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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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程度呈正“U”型关系,与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亲子的居住距离处于同村不同住时的老年人

主观福利水平最高,即相比其他两种居住模式,老年人与子女“分而不离”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更具

优势.第二,“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女性、低龄、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以及主观福利水平较低的老

年人的主观福利有更大的正向影响.第三,从影响途径看,“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主要通过促进子女

的经济支持、改善代际关系以及提高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状况.其

中,代际关系改善的影响最大,而后是经济支持和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
“人有如叔本华所说的刺猬:离远了觉得冷,逼近了大家都觉得有刺”[１５],对于老年人而言,子女

远距离外出无疑将减少亲子间的情感联系以及子女的生活照料,代际关系逐渐“冷”下来,这是有限的

经济支持难以弥补的[３７],反过来,亲子同住后代际矛盾与冲突的“刺”也将逐步显现.因此,现阶段的

中国农村家庭陷入了“团结”与“疏离”的矛盾情境[３８],青年子女也开始出现赡养“责任”与个人“独立”
的矛盾心态[３０].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居住距离”是以往关于居住模式与老年人主观福利关系的相

关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提供了或许可以解决以上矛盾的对策措施:亲子间“分而不

离”.一方面,子女仍能经常探望老年人,亲情关系仍较密切,老年人自身也可从家务活动中解脱出

来,将更多时间参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同时子女也有更多的空间谋求个人发展.另一方面,亲子间

的冲突与矛盾也将减少,代际互动更加良性.日本的“一碗汤的距离”,即“煲好一碗汤送过去刚好不

凉”就是“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的较好例子.因此,政府在保障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时,不仅需要

继续完善和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主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及其水

平.同时也需要大力发展本地经济,拓展本地就业平台,增加当地就业机会,使得农村地区“分而不

离”的居住模式更加可行.此外,还可以对亲子居住距离较近且代际良性互动频繁,代际关系良好的

家庭进行经济激励,从而切实提高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最后,“分而不离”的居住

模式并不是任何农村老年人都更有利,本文得到的结论更加适用于那些低龄、女性以及生活自理能力

较强的农村老年人.对于年龄较高以及生活难以自理的老年人,子女需要提供更多的生活照料与陪

伴,让老年人更好地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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